
第 30 卷第 1 期
2012 年 01 月

政 法 论 坛
Tribun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Vol． 30，No． 1
Jan． 2012

作者简介: 赵秉志，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赵秉志

摘 要: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自 1911 年至今的百

年间，中国刑法历经清末民初、民国政府和新中国等重要历史时期，先后颁布了 6 部刑法典和

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实现了从传统刑法、近代刑法到现代刑法的历史转变。以史为

鉴，中国未来刑法的科学立法需要审慎处理刑法立法的批判、继承与借鉴的关系，刑法立法的

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刑法立法的现实性与超前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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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五千年来，秉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

上繁衍生息，历经数十个朝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 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一个民族的法律是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眸过去，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既是一部文明史，也

是一部法制史、刑法史。从“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到现代法治文明，从“德主刑辅”到“依法治国”，中华

民族“立刑以明威，防患于未然”( 《旧唐书·刑法》) ，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华法制文明。
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1911 年的辛亥革命因其推翻了没落的清王朝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磨

难，逐渐走上了民族解放、人民独立、国家富强的康庄大道。也正是由此开始，中国刑法经历了由清末民

初、民国政府到新中国的变革，实现了从传统刑法、近代刑法到现代刑法的历史性转变，完成了从理念到

体系、从内容到技术的重大变革，建立起了理念先进、体系完善、结构合理、内容科学的现代刑法体系。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刑法变革发展的百年历程并总结其历史

经验，对于深入把握中国刑法的历史命运和现实机遇，并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刑法立法的发展与进步，

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刑法之初创

近现代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始于清末民初。这期间的主要刑法立法有清王朝 1911 年颁布的《大清

新刑律》、北洋政府 1912 年颁行的《暂行新刑律》及之后的两次刑法修正草案。其中，1911 年《大清新刑

律》的颁布成为中国刑法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标志［1］，并成为中国法制从传统刑法向近现代刑法过渡的

分水岭［2］。
( 一) 大清新刑律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入侵引发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交织，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

继续维护其专制统治，清朝政府甚至“考虑在另外的基础上组织政体的可能性”［3 ］( P. 321)。在此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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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成为清王朝末年的必然选择。
1902 年，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建议从速修订法律，并

保举沈家本主持修律工作，得到清政府的应允。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在修律过

程中，他始终以制定新刑律为主要任务，并于 1907 年制定了《大清新刑律草案》［4 ］( P. 294)。不过，由于沈

家本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大量引进了资产阶级的刑法文化，草案的体例和内容较旧律变化极大，因而

遭到了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激烈攻击，他们称沈家本“用夷制夏”，违背了中国传统的礼教与民

情［4 ］( P. 311)。由于反对的声音太大，新刑律的修订工作被迫延缓。
不过，考虑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旧律之删订，万难再缓”，作为过渡，沈家本奏请清政府同意，

对《大清刑律》进行删改和局部调整，并且根据“总目宜删除也”、“刑名宜厘正也”、“新章宜节取也”和

“例文宜简易也”的“办法四则”，于 1909 年 10 月 12 日编订成了《大清现行刑律》，并于 1910 年颁

行［4 ］( P. 296 － 299)。这部《大清现行刑律》在当时虽然只是一部过渡性的刑法，但它较之于旧律仍有两点突

破: 一是删除吏、户、礼、兵、刑、工等总目，并将纯粹的民事性质的条款析出，打破了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的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立法格局; 二是以罚金、徒、流、遣、死取代原来的封建制五刑，并废除凌迟、枭
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使得刑罚更加人道［5 ］( P. 95 － 126)。

而在删定现行刑律的过程中，《大清新刑律》的修订工作并未中断。为了适应世界法治文明发展的

需要，清政府还从多种渠道引进了西方国家的刑法作为参照，并且聘请了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帮

同考订，易稿数四”［6 ］( P. 17)。1911 年 1 月 15 日，清政府颁布了《大清新刑律》，议定 1913 年施行，但未施

行，宣统皇帝就在辛亥革命的次年初宣布退位了［7 ］( P. 352)。
《大清新刑律》分总则和分则两编，共 53 章，411 条，后附《暂行章程》。其中，总则共 17 章，88 条;

分则共 36 章，323 条;《暂行章程》5 条［5 ］( P. 127)。尽管《大清新刑律》的最终颁布历经曲折，其内容也一

改再改，但沈家本在 1907 年的《修订法律大臣沈奏修订刑律草案告成摺》中所阐述的“更定刑名”、“酌

减死罪”、“死刑惟一”、“删除比附”和“惩治教育”五个主张，仍基本得以保留［1］。
客观地说，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大清新刑律》的修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

对于究竟是要“参酌各国法律”变革“义关伦常诸条”还是要维护作为“刑法之源”的礼教，清政府的态

度前后矛盾［8 ］( P. 86)。清政府 1902 年的上谕要求:“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

有裨治理。”( 《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首。) 1909 年的上谕则称:“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
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敝。”( 《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首。)
这使得在具体修律过程中，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对“无夫奸”和“子孙违反

教令”应否入律争论不休，并且双方最终不得不相互妥协，将维护礼教的“和奸无夫妇女罪”纳入了新刑

律的《暂行章程》5 条，而将有关“子孙违反教令”的“对尊亲属有犯不得适用正当防卫”规定不入

律［4 ］( P. 326)。
不过，历史地看，由于沈家本修订《大清新刑律》是以德国、日本刑法为原型，奉行的是“我法之不善

者当去之”和“彼法之善者当取之”的原则，( 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四。) 因此，与中国传统的封建刑法

相比，《大清新刑律》仍然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性。这主要体现在: ( 1 ) 抛弃了旧律“诸法合体、民刑不

分”的编纂形式，以罪名和刑罚等刑法范畴作为法典的惟一内容，是一部纯粹的刑法典。( 2 ) 抛弃了旧

律的结构形式，采用近代西方刑法典的体例，将整部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两部分，实现了“总则为全编

之纲领，分则为各项之事例”［9 ］( P. 141 － 150)，“显属刑法体系史上空前的变化和进步”［10 ］( P. 332)。( 3) 规定了

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刑法原则。① 而其对重法、酷刑的删除，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教

811

① 《大清新刑律》第 10 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第 2 条规定:“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
之。”而为了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大清新刑律》第 1 条还规定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即“本律于凡犯罪在本律颁行以后者，适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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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则体现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4 ］( P. 332 － 333)。( 4) 以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为主刑，褫

夺公权、没收为从刑，规定“死刑用绞，于狱内执行之”( 《大清新刑律》第 38 条) ，“死刑非经法部复奏回

报，不得执行”( 《大清新刑律》第 40 条) 。同时，在罪名方面，删除了封建刑律中的“八议”、“十恶”等名

目，增加了一些新的罪名，是刑法史上的一大进步。
总之，《大清新刑律》是对中国古代刑律的一大突破，也是中西方刑法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被称为

中国刑法史上“古今绝续之交”的集大成之作，并为后世刑事立法奠定了基础［11 ］( P. 228)。
( 二) 暂行新刑律

1911 年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让《大清新刑律》胎死腹中，使其虽然颁布但未能

施行。不过，《大清新刑律》的历史使命并未因此而终结。1912 年 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的当天，即以《临时大总统令》指示: “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以前施行之法律及新

刑律( 新刑律即《大清新刑律》———笔者注) ，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

守。”［7 ］( P. 371) 1912 年 4 月 30 日，在对《大清新刑律》予以直接删改的基础上，北洋政府颁布了《暂行新刑

律》。
《暂行新刑律》除了删除《大清新刑律》中“侵犯皇帝罪”一章和《暂行章程》5 条外，主要是把《大清

新刑律》律文中的“帝国”、“臣民”、“复奏”、“恩赦”等具有封建色彩的词语改为“中华民国”、“人民”、
“复准”、“赦免”等，同时还增加规定了一些反动内容，如专设“妨害国交罪”一章，严禁广大人民进行反

帝爱国活动［6 ］( P. 18)。此外，袁世凯政府还于 1912 年和 1914 年针对《暂行新刑律》颁布了《暂行新刑律

施行细则》和《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大大加重了原定刑罚。
尽管对于《暂行新刑律》究竟是北洋政府颁布的还是南京临时政府尚存在不同观点，①但毫无疑问，

《暂行新刑律》的删修工作是由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主持进行的，而伍廷芳的呈文是经孙中山

同意后咨送参议院议决的。因此，《暂行新刑律》的颁行实际上是因为孙中山当时仍然面临着国内外反

动势力的强大威胁和来自同盟会内部的妥协倾向的压力。为了保住“民国”形式，孙中山被迫在其他方

面作出了妥协和让步，他对待清朝法律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转变［12］。而北洋政府基于自身政权的统治

基础以及现实形势的需要，既想对满清刑律中的礼教纲常予以保留，也需要做出适应新形势的变化［13］。
因此，《暂行新刑律》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斗争的妥协产物，其历史局限性也显而易见。

( 三) 两次刑法修正草案

1912 年颁行《暂行新刑律》之后，北洋政府考虑到该法的过渡性，遂于 1914 年法律编查馆成立后，

即着手对其进行修订。修正要旨有三，即“立法自必依乎礼俗”、“立法自必依乎政体”和“立法必视乎吏

民之程度”。② 1915 年，北洋政府的《刑法第一次修正案》起草完成。该草案分为总则、分则两编，共 55
章、432 条。其结构、章目与《暂行新刑律》相比，变化不大，只是在总则中增加亲族加重一章，在分则首

次增设侵犯大总统罪一章，并增加私盐罪一章［14］。《刑法第一次修正案》的这些改变是当时袁世凯所强

调的“以礼教号召天下，重典胁服人心”的体现，是一种政治需要的体现。它较之于《暂行新刑律》实际

上是一种倒退。③ 最终，这部刑法修正草案因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而被搁置。
袁世凯政府垮台后不久，鉴于社会形势的变化，且当时的《暂行新刑律》内容陈腐不堪，不同时期颁

911

①

②
③

关于《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的颁布，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暂行新刑律》是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于 1912 年 4
月 30 日公布的。第二种观点认为 1912 年 3 月 10 日的临时大总统令，是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3 月 30 日孙中山
又批准了经过法部拟定的对新刑律删除章条字句的呈文，并随文发下。第三种观点则认为，1912 年 3 月 10 日临时大总统令是北京的袁
世凯公布的，不是南京的孙中山公布的。该令是准予援用清末新刑律的，而不是公布《暂行新刑律》。《暂行新刑律》不是 3 月 10 日或 4
月 30 日公布的，而是 3 月 30 日由北京临时大总统颁布。该律公布后，4 月 3 日，北洋政府法部便通令京外司法机关遵照施行。参见张希
坡:《也谈 ＜ 暂行新刑律 ＞ 的颁行诸问题》，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 年第 6 期，第 56 页。

李秀清:“点校导引: 近代中国刑法法典化及 1928 年《中华民国刑法》”，载“中国刑事法律网”，最后访问日期: 2011 － 08 － 0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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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特别法众多，导致法令体系繁杂，为此，北洋政府改定法律馆于 1919 年在《刑法第一次修正案》的

基础上编成了《刑法第二次修正案》。该草案仍分为总则、分则两编，共 49 章、393 条。与该时期的《暂

行新刑律》、《刑法第一次修正案》相比，《刑法第二次修正案》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确定了从新

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 二是采用外国刑法的先进经验和新立法例; 三是克服了《暂行新刑律》和《刑法第

一次修正案》的缺陷并弥补了其不足; 四是改删《刑法第一次修正案》的“侵犯大总统罪”和“私盐罪”两

章。①

因《刑法第二次修正案》参考了西方晚近的立法例，大量移植了较符合当时潮流的西方法律制度和

内容，“其修正内容，对于学说、法例，既概取其新，而习惯民情，则兼仍其旧，准酌至善，采择极精，诚为

一代法典之大观也。”［15］因此，被认为“实较前有显著之进步，为民国以来最完备之刑法法典”［16 ］( P. 903)。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顾虑南京国民党政府未必首肯，该部刑法修正草案也终被搁置［17］。

三、国民政府时期的刑法立法及其发展

在历史上，国民政府有广州、武汉和南京政府之分。在刑法史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定的 1928 年

《中华民国刑法》和 1935 年《中华民国刑法》最为令人关注。同时期的共产党革命根据地也进行了不少

刑法立法，这是新中国刑法的萌芽，其中有些立法后来成为了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基础。
( 一) 1928 年中华民国刑法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仍然沿用 1912 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暂行新刑律》，但同时任命司法

部长王宠惠主持草拟刑法。王宠惠对北洋政府 1919 曾拟定但未颁行的《刑法第二次修正案》详加研

究，并略予增损后，编成了《刑法草案》［18 ］( P. 188)。1928 年 2 月，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对王宠惠编

订的刑法草案及其他委员具报的审查意见书一并进行讨论后，决议交付中央常委会审议。当时国民党

政府法制局也就该草案及意见书存在的问题出具了意见书，呈请中央常务委员会核察改定，中央常务委

员会即将该意见书交司法部核复。1928 年 3 月 10 日，经国民党中央讨论通过后，由南京国民政府公布

了《中华民国刑法》( 史称“旧刑法”) ，同年 9 月开始施行［19 ］( P. 540)。在体例上，该刑法典分总则、分则两

编，共 48 章，387 条。同年 6 月，南京国民政府还公布了《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条例》。②

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刑法立法中，1928 年《中华民国刑法》实际上只是民国此前十多年刑事立法实践

的持续，是《暂行新刑律》和 1935 年《中华民国刑法》之间的过渡。其编次、章次、章名与《刑法第二次修

正案》并无大的差异。要论其进步之处，主要有二: 一是删除了“侵犯大总统罪”一章，从而向人人平等

的法律原则方面又迈进了一步; 二是在罪刑法定原则、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故意与过失的

概念方面吸收了当时最新的刑法理论和立法潮流［14］。但该部刑法典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如其关于通奸

罪之“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的规定，有违男女平等的原则; 而其对杀害尊亲属规定较一般杀人罪更严

厉的刑罚，则是对传统伦理的过度尊崇［14］。这些都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相悖。
( 二) 1935 年中华民国刑法

作为国民政府立法的一个过渡，1928 年的《中华民国刑法》实施后不久，即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一是

刑法条文繁复，施行以后应各地请求，最高司法机关不得不作出许多司法解释，影响了刑法的适用; 二是

由于时势的变化和刑事政策的变更，在刑法之外不断颁布各种刑事特别法虽然也能弥补刑法典之不足，

但也造成了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混乱; 三是随着《中华民国民法》于 1931 年的全面实施，刑法中体现传统

重男轻女的宗族亲属制，与民法所规定的血亲与姻亲制存在矛盾。③

鉴此，南京国民党政府很快着手对 1928 年的刑法进行修订、补充。经过一系列讨论和审议，新的刑

法典最终于 1935 年 1 月 1 日正式公布( 史称“新刑法”) ，同年 4 月还公布了《刑法施行法》，二者都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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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华友根:“略论近代中国法学家王宠惠的刑事立法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网”，最后访问日期: 2011 － 08 － 07。
李秀清:“点校导引: 近代中国刑法法典化及 1928 年《中华民国刑法》”，载“中国刑事法律网”，最后访问日期: 2011 － 08 － 0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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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新刑法仍分总则和分则两编，共 47 章，357 条［20 ］( P. 648)。这部新刑法也是我国最后

一部资产阶级刑法典，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基本完结。
与 1928 年的旧刑法相比，1935 年的新刑法主要有三点变化: 一是参酌历年国际刑法会议精神及最

新的外国立法例，包括 1932 年波兰刑法、1931 年日本刑法修正案、1930 年意大利刑法、1928 年西班牙

刑法、1927 年德国刑法草案、1926 年苏俄刑法等; 二是考虑了当时中国各地的司法状况，按照法官程度、
监狱设备、人民教育及社会环境等状况，进行了相应的修正; 三是汲取了 1930 年国际刑法会议关于保安

处分的决议，增设了“保安处分”专章［14］。不过，与 1928 年的旧刑法相同的是，1935 年的新刑法仍然十

分注重宗法伦理，并因其特定的阶级属性而体现出一定的反人民性。如该法规定，对于直系亲属犯“侵

害坟墓尸体罪”、“遗弃罪”、“伤害罪”、“妨害自由罪”等，要“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又如该法虽然规

定了重婚罪，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司法机关的判例认为: “娶妾不得谓为婚姻。故有妻复纳妾者，不成重

婚之罪。”［21 ］( P. 457) 这使得新刑法关于重婚罪的规定形同虚设，也有违男女平等的原则。而该刑法对“内

乱罪”及其“预备犯”、“阴谋犯”的惩治，则具有明显的反人民性［21 ］( P. 456)。
( 三) 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刑法立法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合作多于冲突。在此期间，为了维护工农民众的基本权益，

一些工农运动高涨的南方革命根据地通过当时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执行革命统一战线的国民党省党部、
省政府制定了不少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这其中主要有: 1927 年 1 月，湖南省组成了有谢觉哉参加的

起草委员会，制定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1927 年 3 月，在董必武的领导下，由邓初民参加

的起草委员会制定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22 ］( P. 252)。在当时背景下，这些条例对惩治土豪

劣绅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当时工农民主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坚决及时地摧毁一切反革命组织，严厉

打击各种反动破坏活动。这一时期，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惩治反革命的刑事立法很多，主要有《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1934 年 4 月) 、《赣东北惩治反革命条例》( 1931 年 3 月) 、《闽西承办反革

命条例》( 1930 年 6 月) 、《闽西反动政治犯自首条例》( 1931 月 2 月) 、《湘赣省苏区惩治反革命犯暂行

条例》( 1932 年 4 月) 等。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讲究斗争策略，“分清首要与附

合”，实行区别对待; 对自首自信者施行减免刑罚和立功者受奖; 罪刑法定主义与刑事类推相结合; 罪责

自负反对株连; 诬陷者治罪，废止肉刑［22 ］( P. 261 － 265)。这些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犯

罪分子，保护了革命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汉奸并严重影响了抗日活动的开展。为此，各抗日根据地政府纷

纷制定了惩治汉奸的立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9 年正式制定的《抗战时期惩治汉

奸条例( 草案) 》。该草案共 13 条，明确规定了各种汉奸行为及其处罚。这对于准确认定和惩治汉奸，

彻底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汉奸分子，巩固边区的抗战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6 ］( P. 27)。除此之外，抗日根据

地政府还制定了有关盗匪罪、妨害军事罪与妨害公务罪、盗毁空室清野财物罪、破坏金融罪等的专门刑

法。这期间，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抗日根据地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刑罚制度———“死刑保留”，即对应判

处死刑而有可能争取改造者，可判处“死刑保留”。保留期间长短，根据具体情节，可定为 1 年至 5 年。
如果经过了保留期限行为人没有再犯罪，则其“死刑保留”即为失效。这一制度可以说是我国现行的死

缓制度的萌芽［22 ］( P. 301 － 302)。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

针，分别制定了有关危害解放区秩序的紧急治罪办法( 如 1946 年 6 月苏皖边区政府公布的《苏皖边区

危害解放区紧急治罪暂行条例》) ，有关肃清土匪的治罪办法( 如《辽北省惩治土匪罪犯暂行办法( 草

案) 》，有关镇压地主恶霸的条例( 如 1948 年 1 月晋冀鲁豫边区公布的《破坏土地改革治罪暂行条例》) ，

有关惩治战争罪犯的规定( 如 1947 月 10 月 10 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有关取缔特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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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 如 1949 年 3 月《北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1949 年 3 月《关于登记内蒙

古自治区域内反动党派人员的布告》) ，有关解散反动会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公告( 如 1949 年 1 月华北

人民政府发布的《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 等［22 ］( P. 313 － 324)。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刑

法立法创设了一个新的刑种———管制，194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规定，在宣布

反动党团解散之后，“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 每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

动) ”。这时的“管制”是对某些不予关押的反革命分子，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其行动自由，交由当地政府

和群众加以监督改造的措施。这可以说是新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管制刑的雏形［23 ］( P. 46)。
总的来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刑法立法还比较粗浅，零散而不成系统，并且很多都是临时

性的。但这些立法是新中国刑法立法的萌芽，其中有些规定经过实践的摸索、检验和改造后，后来成为

了新中国刑法立法的重要内容。
四、新中国 60 余年来的刑法立法及其改革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由此开始，我国先后经历了 1979 年刑法典的创制、1997 年刑法典的修订和 1997 年

以来刑法立法的完善等三个重要阶段，构建了一个形式基本统一、内容相对完备、结构较为科学的刑法

体系。
( 一) 1979 年刑法典的创制

1979 年以前，新中国的刑法立法历经坎坷和曲折: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稳定政

权、发展经济，法制建设没有被及时提上议事日程; 另一方面，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新中国法制的毒害

至深，也影响了刑法立法。因此，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79 年刑法典通过之前的 30 年间，中国的刑

法立法十分缺乏，只有少量零乱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其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为适应惩治反

革命犯罪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 1951 年 2 月 20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

命条例》; 二是为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实行土地改革的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颁发了惩治不法地主的单

行条例，如 1950 年 9 月 19 日的《华东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同年 11 月 15 日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惩

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等; 三是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1952 年 4 月 21 日公

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1952 年 3 月 11 月政务院公布了《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商业户

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等［6 ］( P. 31 － 37)。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刑法立法还有一些包含刑事罚则的非刑

事法律，如《消防监督条例》、《爆炸物品管理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等［6 ］( P. 37)。
显而易见，由于立法的零散、不完备，我国 1979 年以前的刑法立法还不成系统，刑法规范很不健全，

刑事司法更多的是依靠政策。不过，这一时期我国的刑法立法也有一个优点，即立法的针对性非常强，

任务很明确，这对于保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保障作用，同

时也为 1979 年刑法典的制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9 年颁布的刑法典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但事实上，早在 1950 年，我国就在原中央人民政

府法制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从 1950 年到 1954 年 9 月，草拟了两部立法草

案: 一部是 195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共 157 条; 另一部是 195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 初稿) 》，共 76 条［24 ］( P. 136 － 188)。后因抗美援朝、改革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以及

“三反”、“五反”等运动，上述两部稿子始终没有提上立法程序。1954 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的通过推动了

我国刑法立法的工作。同时，当年刑法典起草工作即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负责。1954 年

10 月到 1957 年 6 月 28 日，我国已草拟出刑法典草案第 22 稿，含总则、分则两编，共 215 条［24 ］( P. 252 － 281)。
该稿经过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审查修改，又经过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并在第一届全

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给全体代表征求意见，后因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左”的思想倾向急剧抬

头，起草工作被迫停顿。1962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主席就法律工作明确指出:“不仅刑法需要，民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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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 《人民日

报》1978 年 10 月 29 日) 。从 1962 年 5 月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在有关部门的协同下，对

刑法典草案第 22 稿进行全面修改工作，到 1963 年 10 月 9 日，拟出当时已比较成熟的刑法典草案第 33
稿，该稿包含总则和分则两编，共 13 章，206 条［24 ］( P. 337 － 365)。这个稿本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后曾

考虑公布，后终因“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冲击而被搁置［25 ］( P. 75)。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 年 2 月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对法制工作开始有所重视。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就民主与法制问题专门指出:“法制问题也就是民主问题。”“过去‘文化

大革命’前，曾经搞过刑法草案，经过多次修改，准备公布。‘四清’一来，事情就放下了。”现在“很需要

搞个机构，集中些人，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起草有关法律。”［26 ］( P. 4) 从 10 月中旬开始，中央政法小组

组成刑法草案的修订班子，对第 33 稿进行修改工作，先后搞了两个稿子［24 ］( P. 365 － 434)。1979 年 2 月下

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在彭真同志的主持下，从 3 月中旬开始，对包括刑法典起草在内的

相关立法工作抓紧进行。刑法典草案以第 33 稿为基础，结合新情况、新经验和新问题，征求了中央有关

部门的意见，作了一定的修改，先后又拟了三个稿本［24 ］( P. 435 － 524)。其中，第二个稿本于 1979 年 5 月 20
日获得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接着又在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进

行审议，审议中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最后在 1979 年 7 月 1 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同年 7
月 6 日正式公布，并规定自 198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至此，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正式起草工作前后历

时 25 年，凡 38 个稿本，终于诞生，殊为来之不易。总体上看，虽然该部刑法典只有 192 个条文且条文大

多很简短，无疑是一部粗放型的刑法典，但它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规定了犯罪、刑罚的基本原

理原则和各类具体犯罪及其法定刑，标志着当代我国刑法体系的初步形成，是一部具有当时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刑法典。
从内容上看，1979 年刑法典具有两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方面，它较广泛地参考借鉴了前苏联的刑法

立法。这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建国之初，刑法与其他法律领域一样，彻底抛弃了民国时期形

成的大陆法系刑法模式，再加上中苏两国意识形态一致、阶级斗争环境相同、我国创建国家和法制时的

紧迫政治形势、两国关系友好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建国之初的刑法立法“以苏俄为师”具有历史的必然

性［27］。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立法筹备时间较短，1979 年刑法典主要是以 1963 年的刑法典草案

第 33 稿为基础制定的，较多地借鉴了前苏联的刑法，如强调刑法任务、刑法目的和犯罪概念的阶级性，

肯定类推制度，突出反革命罪等［27］。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在当时立法经验不足、司法实践匮乏

的情况下，又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紧密结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新情况、中国

刑法立法的新经验和中国亟需解决的新问题，并在很多方面保留了中国的特色，如管制与死缓的创立、
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等。这既是对根据地时期和建国之初刑法立法经验的总结，也大体上考虑了

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总之，1979 年刑法典结束了新中国成立近 30 年来没有刑法典的历史，它与同期颁布的 1979 年刑

事诉讼法典结合起来，标志着我国刑事法治的基本具备，从而成为我国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方面迈出的

非常重要的一步［28］。
( 二) 1997 年刑法典的修订

1979 年刑法典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受制定当时的政治、经济、
文化及社会治安形势的限制，加上立法时间的仓促，1979 年刑法典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观念上比较保

守，内容上有失粗疏，以致在很短时间内便显露出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诸多不适应［29］。加之 1979 年制定

刑法典时就曾考虑过要否在刑法典中规定军职罪，但后来考虑到来不及研究清楚，决定另行起草军职罪

暂行条例［30 ］( P. 749)。因此，1979 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后不久，国家立法机关即开始着手刑法典的补充、完
善工作，并很快于 1981 年 6 月 10 日通过了《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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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和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犯罪不断出现。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这种新形势需要，国

家立法机关又进行了大量的刑事立法。自 1981 年至 1997 年新刑法典通过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

过了 25 部单行刑法，并在 107 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附属刑法规范［6 ］( P. 42)。
应当说，这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是我国应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的需要，也是我国完善刑

法内容、促进刑法体系科学发展的需要。通过这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立法，不仅使我国刑法的空间

效力、溯及力、犯罪主体、共同犯罪、刑罚种类、死刑案件的核准、量刑制度、罪数、分则罪名、罪状、法定

刑、罚金适用、法条适用［6 ］( P. 44 － 52) 等内容得到了进一步补充、完善，而且也使我国刑法的结构得到了进

一步的充实，形成了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格局。
但这种立法完善模式和刑法规范格局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刑法的内容不完善、有些罪刑关系的规范不

协调、刑法规范过于粗略、刑事立法缺乏总体规划、立法解释极为欠缺等［31 ］( P. 5) ，打破了 1979 年刑法典的

完整体系，使得整个刑法规范显得有些零乱，再加上单行刑法过多，难免出现法条交叉、刑罚轻重失衡的现

象; 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其对刑法规范的需要，有一些问题仅仅依靠单行刑法的修修补补难以

解决。为此，我国亟待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新刑法典［6 ］( P. 53)。
而事实上，早在 1982 年，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就曾提出了修改刑法典的主张并开始着手相关的调研

工作。1988 年 7 月 1 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明确指出，抓好立法工作是七届人大常委会

任期五年的首要任务，根据新情况、新经验对法律及时作出修改是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还

特别指出了把刑法的修改工作正式列入立法规划，这标志着刑法修改工作已经正式列入议事日

程［32 ］( P. 9)。之后，经过近 9 年的研究和修订，1997 年 3 月 14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一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部刑法典分总则、分则和附则，共 15 章，452 条。尽管这部刑法典

在总体上基本延续了 1979 年刑法典的体系，但它全面、系统地整理、吸收了 1981 年至 1997 年期间的 25
部单行刑法和 107 个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并在刑法理念、体系、结构和内容上有了较大的突破和

超越。这主要体现在: ［33］( 1) 规定了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等现代刑法的三项基

本原则，强化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2) 加强了对犯罪的惩治，确立了属人管辖权，将单位犯罪法定

化，放宽了累犯的条件，严格了缓刑、减刑、假释条件，修改反革命罪以强化对一般刑事犯罪的惩治，同时

放宽了正当防卫限度标准，增设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强化了对被害人的保护。( 3) 适应国内改革的需

要，将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和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作为惩治的重点，其中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罪一章包含 8 节 92 个条文，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包含 9 节 91 条，两章共计 183 个条文，

占全部分则 350 个条文的 52%强，刑法打击犯罪的重点突出。( 4) 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扩大了属人管

辖权的范围，确立了普通管辖原则，并规定了一些具有跨国跨地区性质的犯罪，如走私毒品、洗钱、劫机、
恐怖组织活动以及境外黑社会组织方面的犯罪，促进中国刑法的国际化。( 5) “分则”由原来的 8 章增

加为 10 章，并进一步扩充、完善了刑法典分则的体系，如将“军人违反职责罪”以专章的形式纳入刑法

典，并且增加了“危害国防利益罪”专章，实现了刑法体系的统一; 在“分则”的一些大“章”下设“节”，其

中第 3 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下设 8 节，第 6 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下设 9 节，从而避

免了大章的内容过于庞杂、条文过多的不足［34］。
总之，经过全面修订的 1997 年刑法典是一部观念、内容、罪名、体例和技术都有所创新和显著进展

的刑法典，较之 1979 年刑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35］，有利于促进刑法规范的合理协调、发挥刑法典

的权威作用、促进刑事司法的统一和公民知法、守法与用法［36］。
( 三) 1997 年以来的刑法立法完善

尽管 1997 年刑法典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刑法典，但在 1997 年以后，我国社会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

化: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严重危害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不断出现，需要增设新的犯罪，同

时为了适应惩治犯罪的需要，一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也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要求，需要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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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另一方面，中央于 2006 年明确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司法实践和法

治理念的不断演进，人们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也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些都需要国家对刑法及时作出相应

调整。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自 1997 年刑法典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新刑法典作了 9 次

重要的立法修改，出台了 1 部单行刑法①和 8 个刑法修正案; ②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 9 个刑法

立法解释文件，③这些刑法立法解释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和相关方面促进了我国刑法规范的完善。应

当说，我国 1997 年以来的刑法立法，无论是修法的形式、技术还是修法的内容，都具有了显著的进步。
第一，在修法形式方面，确立了以刑法修正案为主的修法模式。1997 年刑法典颁行之后，国家立法

机关虽然也于 1998 年颁行了 1 部单行刑法，但自此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再也没有颁行过单行刑法，

而主要采取的是刑法修正案的方式。“相比于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这种修法模式兼顾修法的及时性、
科学性和维护刑法典的统一性，受到了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致认同。从一定意义上讲，刑法修正案

模式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法修法模式的基本成熟。”［37］

第二，在修法技术方面，呈现出渐趋成熟并不断发展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刑法立

法更注重语言的准确性和涵括性。以《刑法修正案( 七) 》第 3 条为例，该条对原偷税罪中的具体偷税手

段用“欺骗、隐瞒”进行概括，同时对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作概括化表述，修改为“数额较大”、“数额巨

大”，表述更为准确。二是刑法立法更强调条文内容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在一般情况下，规定内容越

是明确，对司法机关就越有指导性。在明确性原则的指引下，这一时期刑法立法内容的明确性与可操作

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37］。
第三，在修法的内容方面，突出了刑法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科学性。1997 年以来，我国通过的一部

单行刑法和 8 个刑法修正案对 1997 年刑法典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其中，一部单行刑法和前 7 个刑法

修正案主要采取增设新罪种、调整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的方式，对 1997 年刑法典的分则条文

进行了修改。《刑法修正案( 八) 》则在修改分则条文的基础上，首次对刑法典总则内容也进行了修改补

充，如增设对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原则上免死、调整刑罚结构、扩大累犯的范围、将坦白上升为法定情节、
规范管制刑的执行等，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刑法学界、实务界的充分肯定［38］。具体而言，这一时期

刑法的修法内容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立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刑法立法的内容，增设了许

多新的犯罪类型，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二是立足于司法实践的需要，积极完善刑罚结构和刑罚制度，不

断调整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体现出很强的实践性。三是立足于刑法发展的内在需要，充分运

用刑法立法原理，总则修改与分则修改相结合，入罪规定与出罪规定相补充，从严规定与从宽规定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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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即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8 年 12 月 29 日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分别是 1999 年 12 月 25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3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2001 年 8 月 31 日第九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二) 》，2001 年 12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5 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三) 》，2002 年 12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1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 四) 》，2005 年 2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4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五) 》，2006 年 6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 22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六) 》，2009 年 2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7 次会议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 》和 2011 年 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9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

这 9 个刑法立法解释分别是: 2000 年 4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的《关于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 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2001 年 8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 ＞ 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2002 年 4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2002 年 4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2002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2002 年 12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2004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2005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和
2005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
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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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保证了刑法立法内容的相互协调，体现了刑法立法的科学性。
总之，新中国 60 余年来的刑法立法历程，是我国社会主义刑法由初创、发展到完善的过程，也是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整个进程的一个鲜明写照，已经并将继续不断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刑事法治建设

的发展和完善。
五、结语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是一个刑法因应社会变迁而不断制定、修正的过程，也是一个

以现实为基础，批判和继承中国古代刑法文化，参考和借鉴外国刑法文化的过程。经过百年的变革和发

展完善，中国刑法完成了构建现代刑法的历史使命，并将随社会发展而继续完善和改革。中国刑法的百

年变革历程告诉我们，优良的刑法立法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合理处理刑法立法中的批判与继承、借鉴的关系。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在某种意义上其实

是一个批判、继承传统刑法，并合理借鉴国外先进刑法立法经验的过程。其中，对批判、继承与借鉴关系

处理得比较好的刑法立法，往往都能够在刑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清新刑律》如此，1935
年的《中华民国刑法》如此，新中国 1979 年和 1997 年的两部刑法典亦如此。因此，中国刑法的未来发

展，必须审慎处理好中国的本土刑法文化和外来刑法文化的融合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出更加

科学、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并且能充分发挥其功效的刑法。
第二，审慎处理刑法立法的科学性与政治性之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刑法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

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一旦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发生更迭，其刑法也必然要改变。因此，刑法立法的政治

性毋庸置疑。但刑法也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其逻辑、结构、内容、体系乃至立法技术的发展、变化都有其

自身的规律。尤其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受社会观念、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刑法的这种内在规律

更是无法逆转，必须在刑法立法中加以考虑。因此，如果刑法立法仅仅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忽视其内在

规律，则不仅难以产生应有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而且也难以长久。
第三，正确处理刑法立法的现实性与超前性之关系。刑法立法首先是要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现实问题，因而现实性是刑法立法的基本特性。但是，刑法立法也不能过分囿于现实，还必须具有一

定的超前性。否则，刑法立法的成果将可能因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很快失去其生命力，《暂行新刑律》如

此，1928 年的《中华民国刑法》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 1979 年刑法典亦如此。中国刑法的百年历史

告诉我们，刑法立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趋势的。如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刑法百年变迁的一个极其重

要的方面，就是围绕罪刑法定原则所体现的人权保障思想、刑法面前平等原则所体现的平等精神以及刑

罚人道主义所反映的刑罚轻缓化观念而发展、演进的。因此，中国未来的刑法立法也需要从把握刑法的

核心规律出发，合理设置刑法的制度、罪名和刑罚，正确处理好刑法立法的现实性与超前性的关系。
总之，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可以说是迄今中国刑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段历程。对

此，应当站在社会变迁与法律改革的高度，以客观的立场，科学、理性地审视近百年来我国刑法演变的背

景、过程、内容和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镜”，并进一步推进我国刑法的改革与进

步。

参考文献:

［1］李秀清:“法律移植与中国刑法的近代化———以《大

清新刑律》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 年第

3 期。

［2］朱昆:“《大清新刑律》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动”，载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8 年第 2 期。

［3］［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卷)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4］张晋藩:《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03 年版。

［5］李贵连:《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光明日报出版

社 1989 年版。

［6］高铭暄、赵秉志: 《中国刑法立法之演进》，法律出版

621



第 1 期 赵秉志: 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社 2007 年版。
［7］周密:《中国刑法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8］周少元:“从《大清新刑律》看中西法律的冲突与融

合”，载《江苏社会科学》1997 年第 2 期。
［9］赫善心:“中国新刑律论”，载王健编:《西法东渐———

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0］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1］张国华、李贵连合编:《沈家本年谱初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 1989 年版。
［12］柯钦:“《暂行新刑律》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吗?”，

载《法学杂志》1987 年第 1 期。
［13］丁德春、陶昆: “传统的‘礼’与近代的‘法’———由

《暂行新刑律》评北洋政府刑事立法”，载《安徽警官

职业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
［14］高尚:“潮流与传统间的徘徊———20 世纪早期的中

国刑事立法”，载《人民法院报》2004 年 7 月 21 日。
［15］吴镇岳:“对于改定刑法第二次修正案之意见”，载

《法律评论》1923 年第 8 期。
［16］谢振民编著: 《中华民国立法史》( 下册) ，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7］黄源盛:“从传统律例到近代刑法———清末民初近代

刑法典的编制与冈田朝太郎”，载《月旦法学杂志》
2001 年第 8 期。

［18］段彩华: 《民国第一位法学家———王宠惠传》，近代

中国出版社 1982 年版。
［19］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 主编: 《刑法学全书》，上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20］张晋藩 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第 9 卷 清末·中华

民国) ，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21］钱大群 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22］张希坡、韩延龙 主编:《中国革命法制史》，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3］高铭暄 主编:《刑法学原理》( 第 1 卷)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24］高铭暄、赵秉志编: 《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

览》( 上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25］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6］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法律

出版社 1981 年版。
［27］李秀清:“新中国刑事立法移植苏联模式考”，载《法

学评论》2002 年第 6 期。
［28］赵秉志、王俊平: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

法”，载《河北法学》2008 年第 11 期。
［29］赵秉志、赫兴旺:“中国新刑法典的修订与分则的重

要进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 年第 6
期。

［30］赵秉志 主编:《中国特别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31］ 赵秉志: 《刑法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6 年版。
［32］赵秉志 主编:《新旧刑法比较与统一罪名理解与适

用》，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年版下。
［33］赵秉志、赫兴旺:“新刑法典的重大发展及其总体评

价”，载《法律适用》1997 年第 5 期。
［34］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载《河

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6 期。
［35］陈兴良:“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刑法”，载《法学家》

1997 年第 3 期。
［36］赵秉志: “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新刑法典”，载

《法学家》1997 年第 3 期。
［37］赵秉志:“刑法修改的四特点和两方向”，载《检察日

报》2009 年 3 月 2 日。
［38］ 赵秉志: “《刑法修正案( 八) 》宏观问题探讨”，载

《法治研究》2011 年第 5 期。

( 责任编辑 于贺清)

721


